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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理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市2004—2014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以代表金融发展水平的金融规模指标作为门限变量，构建了面板平滑转移回归模型（PSTR），考察了在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及不同地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有效抑制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且这一抑制作用随金融的不断发展呈现拉平的“S”型趋势：在金融发展指标低于阈值3.90时，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抑制作用较强；高于该阈值时，抑制作用相对较弱。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呈现显著的地域差异，尤其在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城镇化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抑制作用较金融发达地区而言更为显著。因此，合理调整该部分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是提高我国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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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统计数据显示，1978—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4.7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也由2.74倍增长到2.92倍
。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呈现波动性扩大的趋势，这不仅与经典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相悖，也严重背离了我国推进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本意。由于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宏观上的综合性和微观上的多维性，因此，厘清二者间的机理和动态作用机制是研究全面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关于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收人差距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深刻而又卓有成效的研究。从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总体上看，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1）城镇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刘易斯（Lewis，1954）认为存在城市和农村两部门经济体的二元经济社会中，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迁移的城镇化可以实现两部门边际生产率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直到城乡二元经济结束为止。卢卡斯（Lucas，1988）认为城镇化能够促进人力资本在城乡之间的交流，使“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充分发挥，从而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证研究方面，陆铭和陈钊（2004）利用1987—200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农村出生率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城镇化对降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作用。（2）城镇化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1999）认为城镇化可以同时提高城市、农村两部门人口的福利，但城市的积聚效应使得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的福利增长更快，因此城乡收入差距会拉大。实证研究方面，林毅夫、刘明兴（2004）利用中国28个省级面板数据对1981—1997年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中国赶超经济发展战略和城镇化进程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王子敏（2011）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2000—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也表明，城镇化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且城乡收入差距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3）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确定。罗宾逊（Robinson，1976）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框架下证明“倒Ｕ”现象已成为一条经济法则，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然后又缩小的趋势。实证研究方面，周少甫等（2010）运用门槛面板模型对我国1993—2007年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分析的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城镇化水平低于0.456时，城镇化对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显著；而一旦超过这个水平，城镇化的提高会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齐红倩、席旭文（2015）运用TVP-VAR模型对我国2003年1季度至2013年4季度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也发现，中国城镇化发展对城乡收入、消费差距的影响均呈现出短期扩大、长期缩小的态势。
综上，关于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不同的学者其结论存在较大的差异，理论研究的分歧可能与前提假设和制度背景有关。实证研究的分歧，可能与样本区间、数据类型、模型及变量的选择有关。特别是模型和变量的选择对实证研究的结论影响较大。
从实证研究采用的方法看，在模型选择上，时间序列模型和普通面板数据模型为以往学者主要采用的模型，也有个别学者采用门槛面板模型，捕捉了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特征，但这些文章对于不同“区制”之间的转移特征未做进一步的论证；在变量选择上，为了研究的全面性和严谨性，大多数学者都引入了除城镇化变量之外的一些其它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比如经济增长、城市偏向政策、发展战略、财政金融等等（李宪印，2011；程开明、李金昌，2007；葛蕾等，2015）。在诸多新引入的解释变量当中，尽管也有学者引入了工业化或者金融发展变量进行实证研究，比如许秀川、王钊（2008）采用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组模型对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估计；姚耀军（2005）利用VECM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对中国的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但以上学者针对城镇化、工业化、金融发展三个核心变量均采用相互独立或交叉独立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而在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时期，尤其是近期的供给侧改革，涉及到城镇化、工业化和金融发展的共同作用，因此，本文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城镇化、工业化及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纳入一个框架内进行深入研究。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或经济处于较低水平时，适当的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处于较高水平或人均GDP相对较高时，过大的收入差距阻滞经济增长（Galor和Moav，2004）。当前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而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的发展不仅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还可能会影响城镇化、工业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因此本文拟从金融发展的视角研究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以往学者的研究相比，本文主要有以下两点不同：第一，尝试在同一框架内分析城镇化、工业化及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城镇化水平为核心解释变量，工业化水平为控制变量，金融发展水平作为转换变量，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与拟合优度。第二，采用PSTR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并且把金融发展作为转换变量引入模型，不仅可以实现模型回归系数在不同“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捕捉截面单位的异质性，而且在探讨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时，能深刻地刻画金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本文研究的重点旨在考察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非线性影响，为以后深入研究金融发展影响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内在机制提供启发。

二、城镇化、金融发展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数理分析
本文借鉴孙永强（2012）的研究思路，建立城镇化、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数理模型。
（一）模型基本假设
1.依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我们把国民经济分为两个部门，即现代化的城市经济部门（urban sector）和传统的农村经济部门（rural sector），并且假设由于制度的障碍两部门彼此分割。同时假设城市部门劳动力数量（Lu）和农村部门劳动力数量（Lr）之间的变动是由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城镇化进程引起的，即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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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金融发展水平作为一项“投入”纳入到生产函数的做法已被大多数学者（Greenwood and Jovanvic，1990；王定祥等，2009；陆静，2012）采用。基于此，本文也将金融资本作为不同于物质资本的生产要素加入到生产函数中，构造城市和农村部门的生产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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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u(Yr)、Ku(Kr)、Fu(Fr)和Lu(Lr)分别代表城市（农村）部门的总产出、实物资本、金融资本和劳动力，Au(Ar)为城市（农村）部门的技术进步系数，α和β分别代表城市部门实物资本产出弹性和金融资本产出弹性，φ和ψ分别代表农村部门实物资本产出弹性和金融资本产出弹性，其中0<α,β,φ,ψ<1，0<α+β<1，0<φ+ψ<1，根据实际情况，假设α>φ，即城市部门资本产出弹性大于农村部门资本产出弹性。两部门紧凑形式的生产函数如下：

[image: image4.wmf]b

a

b

a

b

a

b

a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f

k

A

L

F

L

K

A

L

F

K

A

L

Y

y

=

÷

÷

ø

ö

ç

ç

è

æ

÷

÷

ø

ö

ç

ç

è

æ

=

=

=

-

-

         （3）

[image: image5.wmf]y

j

y

j

y

j

r

r

r

r

r

r

r

r

r

r

f

k

A

L

F

K

A

L

Y

y

=

=

=

-

-

                           （4）
3.假设ω=F/K表示部门对外融资度，ω≥0，且ω越大说明部门的对外融资度越高。并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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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农村部门获得外部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额的比重，以此表明金融发展的城乡不平衡程度，当σ的值接近1/2时，说明城乡金融发展平衡；当σ的值接近0或1时，分别说明金融发展是城市偏向或者农村偏向的。同时，以两部门外部融资总额与社会总产出的比值ρ=F/Y表示金融发展程度。
4.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假定为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的人均生产总值，即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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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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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两式发现，城市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恰好为两部门紧凑形式的生产函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之比来表示。于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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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镇化、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首先分析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由上文定义的部门对外融资度ω=F/K=fL/kL=f/k，结合（3）式和（4）式，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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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5）式和（6）式求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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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无论是城市部门还是农村部门对外融资度的提高都会增加居民的收入。
对金融发展表达式进行变形整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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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整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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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式，可得到隐函数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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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隐函数求导法则，可得到如下结果：

[image: image17.wmf](

)

(

)

0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

÷

ø

ö

ç

è

æ

÷

÷

ø

ö

ç

ç

è

æ

ú

û

ù

ê

ë

é

÷

÷

ø

ö

ç

ç

è

æ

+

=

¶

¶

¶

¶

=

¶

¶

p

h

s

r

h

p

s

p

r

r

p

-

-

-

-

-

-

-

F

F

                              （8）

（8）式表明，当在金融发展的初期存在城乡收入差距时，金融的发展将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由此，得到命题1。
命题1 无论是城市部门还是农村部门对外融资度的提高都会增加该部门居民的收入，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扩大已经存在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同样，由隐函数的求导法则，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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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结果中（9）式表明我国金融城乡二元结构的消除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0）式说明城镇化同样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11）式和（12）式揭示了金融发展和城镇化的相互关系，其中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推动城镇化进程，而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的消除则延缓了城镇化进程。由此，得到命题2。

命题2 消除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和城镇化都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城镇化进程，而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消除可能延缓城镇化进程。
三、模型建立

（一）数据选取与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为中经网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和地方统计年鉴，其中金融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样本选取为全国31个省市2004—2014年间的平衡面板数据。为了考察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的非线性关系，我们选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
[image: image22.wmf]it

Gap

）作为被解释变量，指标选择与国家统计口径相一致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表示，该指标是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准确度量，数据容易获取，且相关文献大多采用，可增强对比性；城镇化水平（
[image: image23.wmf]it

Urban

）和金融发展水平（
[image: image24.wmf]it

Mon

）分别为解释变量和转换变量，城镇化水平采用学术界广泛认同的城镇人口比重来表示，金融发展水平（金融规模）用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示
。此外，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选取工业化水平（
[image: image25.wmf]it

Indus

）作为控制变量，采用产业结构指标即第二产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来表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变量
	截面单元个数
	时间跨度
	观测数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Gap
	31
	11
	341
	1.85
	4.89
	3.0216
	0.59612

	Mon
	31
	11
	341
	1.10
	7.30
	2.6618
	1.01783

	Urban
	31
	11
	341
	0.19
	0.90
	0.4969
	0.15022

	Indus
	31
	11
	341
	0.21
	0.62
	0.4748
	0.08145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面板平滑门限回归模型

传统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难以彻底地捕捉到截面异质性，存在明显的不稳定性。因此，Hansen（1999）首先提出了面板门限模型（Panel Transition Regression，PTR），在捕捉截面单元的异质性方面更进一步。但PTR模型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变量在瞬间实现不同状态的转换，在阈值两侧呈现为不同的线性模型，其转移函数是离散的，机制转换是突变的。于是González等（2005）提出了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anel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PSTR），放松了在阈值两侧呈线性关系的假设，变量在不同状态间的转换是逐渐完成的，即存在一个过渡状态。González等提出的面板平滑转换模型是对Hansen提出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进一步拓展，它用一个连续的转换函数替代PTR模型中离散的示性函数，不仅可以更好地把握面板数据的截面异质性，而且允许模型参数随转换变量的变化而作连续的、平滑的非线性转变，因而更贴近于经济现实。本文建立的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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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mage: image27.wmf]it

Gap

为被解释变量，
[image: image28.wmf]it

Urban

、
[image: image29.wmf]it

Indus

为解释变量，
[image: image30.wmf]i

a

为截面个体固定效应，
[image: image31.wmf]it

e

为随机扰动项，
[image: image32.wmf]31

,

,

1

L

=

i

表示我们选取的省份，
[image: image33.wmf]t

表示时期；
[image: image34.wmf])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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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it

g

为转换函数，和大多数文献一致将其设置为逻辑斯蒂形式，
[image: image35.wmf]it

q

为门限变量，在这里我们用
[image: image36.wmf]it

Mon

表示，
[image: image37.wmf]j

c

为待估计的位置参数，
[image: image38.wmf]g

为平滑参数，也称斜率系数。在上述设定下，如果转换函数个数为2，那么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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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非线性模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PSTR模型的建立和估计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步骤：首先要检验截面异质性，即判断模型是否存在非线性效应。若异质性存在，则估计的就是PSTR模型，否则估计的就是线性固定效应模型；其次，运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 NLS) 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最后，对所估计的模型进行评价，包括参数不变性检验和误差项是否具有剩余非线性检验( remaining nonlinearity )等，以考察该非线性模型是否已经充分刻画所有的体制转换效应。本文的主要实证结果由MATLAB2008a 软件计算完成。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模型的估计结果

我们基于Andr´es Gonz´alez的方法，首先对本研究中面板数据的非线性特征进行检验，以判断样本数据是否具有非线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无论m取值1还是2，三个检验统计量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具有线性特征的原假设，因此，本研究建立的模型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特征，这也证明了我们模型建立的正确性。
在线性检验的基础上，为了更准确地刻画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我们还要进行剩余非线性检验，以确定最优转换函数的个数。检验结果表明，无论m=1或者m=2，三个检验统计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接受转换函数个数为1的原假设，即模型的位置参数无论为1或是为2，其最优转换函数的个数都为1。得到了不同个数位置参数下的最优转换函数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确认位置参数的个数，判断依据为Colletaz和Hurlin（2006）选择位置参数的最小AIC和BIC准则，检验结果表明，m=1时的AIC和BIC的值均小于m=2时的AIC和BIC的值，且m=1时F统计量大于m=2时F统计量，于是最终确定位置参数的个数为1，转换函数的个数也为1。

表2                  线性检验与剩余非线性检验

	检验类型
	假定条件
	检验统计量
	m=1
	m=2
	结论

	线性检验
	H0:r=0

H1:r=1
	LM
	31.396

(0.000)
	45.761

(0.000)
	选用PSTR模型

	
	
	LMF
	15.913  (0.000)
	11.857  (0.000)
	

	
	
	LRT
	33.352
(0.000)
	49.137

(0.000)
	

	剩余非线性检验
	H0:r=1

H1:r=2
	LM
	3.075

(0.215)
	5.578

(0.233)
	最优转换函

数个数为1

	
	
	LMF
	1.138

(0.252)
	1.256

(0.288)
	

	
	
	LRT
	3.089

(0.213)
	5.264

(0.229)
	

	
	AIC
	-3.491
	-3.486
	m=1

r=1

	
	BIC
	-3.424
	-3.407
	


注：括号内为对应的p值。

通过MATLAB2008a软件，我们对本研究建立的PSTR模型采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看到，大部分变量的估计参数都是统计显著的。
表3                      PSTR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线性部分
	转移函数

	城镇化
	-2.7849***

(-8.4610)
	0.6809

(1.6003)

	工业化
	0.6543**
(1.9948)
	-2.8386***
(-4.8790)

	位置参数
	
	3.8967

	平滑参数
	
	2.4577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显著性水平。

（二）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该模型的平滑参数为2.4577，表明模型转换的速度比较慢，从而在高机制和低机制之间的转换是平滑的。极限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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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对应的模型为低机制，后者对应的模型为高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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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值在(0,1)间平滑转换，使模型以高低机制为界在其间平滑转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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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模型趋向于低机制，此时转换函数值在0到0.5之间转换，城镇化系数在-2.7849到-2.4445之间变动，工业化的系数在0.6543到-0.765之间变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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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模型趋向于高机制，此时转换函数值在0.5到1之间转换，城镇化系数在-2.4445到-2.068之间变动，工业化的系数在-0.765到-2.1843之间变动。在该位置参数之下和之上的观测值数目各有317个和24个，分别占92.96％和7.04％；因此大部分观测值处于位置参数之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主要处于金融发展水平的低机制状态之中。

[image: image46.emf]-3

-2

-1

0

0 2 4 6 8

Urban

p G





a

Mon

             [image: image47.emf]-3

-2

-1

0

1

0 2 4 6 8

Indus

Gap





Mon

图1 城镇化影响系数与金融发展水平关系的散点图   图2 工业化影响系数与金融发展水平关系的散点图

为了更详细地描述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化，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系数的变化趋势，我们根据估计结果和原始数据绘制出散点图（图1、图2），并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1.门槛特征分析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随着金融的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在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明显不同。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但不是传统的倒“U”型关系，而是拉平的“S”型曲线关系。其发生体制转换的门槛水平为3.8967，在门槛值前后，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均为负值，说明城镇化的发展抑制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在门槛值之前，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系数的绝对值较大，说明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抑制作用较强，跨过门槛值之后，影响系数的绝对值变小，说明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抑制作用的强度变得相对较弱。

这种特征形成的基本原因在于，金融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服务于经济的发展，又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金融和实体经济相互依托、相辅相成。一般说来，金融发展的低级阶段，也是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此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镇化水平较低，城镇化建设的初始阶段，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涌入城市，不仅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也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因而城镇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在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金融在城乡分布不均衡的状况日益改善，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极大提高，城镇化的扩散效应使得城乡界限日渐模糊，城乡一体化逐渐形成，因此城镇化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愈来愈小。但相比金融发展的低级阶段，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城镇化的成熟阶段，城市人口最适度规模的限制使得城镇化不可能无限制发展下去，而新农村建设成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新途径，乡镇企业成为促进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主渠道。因此，在此阶段虽然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依旧起抑制作用，但作用强度相对变弱。                                                                                                                                                                                                                                                                                                                                                                                                                                                                                                                                                                                                                                                                                                                                                                                                                                                                                                                                                                                                                                                                                                                                                                                                                                                                                                                                                                                                                                                                                                                             
从控制变量来看，工业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随着金融的发展呈现反“S”型曲线关系。在金融发展的低级阶段，工业化的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扩大效应逐渐减弱；但在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工业化的发展则抑制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且抑制作用逐渐增强。原因在于，金融发展的低级阶段，工业化发展也处于早期阶段，即以农养工的工业原始积累阶段，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工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工农业产品的贸易条件等诸多自然因素和财政、金融、教育等一系列城市偏向的政策因素都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在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工业化发展也步入中后期阶段，工业积累开始支援农业，即工业反哺农业的工业成熟阶段，此时工业通过各种形式给予农村、农业发展以支持和保护，促进其从落后的、传统的形态向先进的、现代化农业转变，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农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因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2.地区差异分析

根据上文的估计结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随着金融的发展而呈现的地区差异，我们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出全国各个省市2004—2014年间金融发展水平的平均值，然后和门槛值比较，结果发现，全国31个省市，只有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跨越了3.8967的门槛，这和实际情况比较吻合，北京、上海作为我国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金融市场比较完善，金融体系也较为成熟，金融发展整体水平自然较高，这两个城市均处于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城镇化的发展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其余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均未跨越3.8967的门槛，特别是内蒙古、河南、湖南、山东、黑龙江、河北、吉林七省市的金融发展水平还未跨越2的门槛，金融发展水平更低，不过对于还处在金融发展低级阶段的省市而言，此时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抑制作用的强度要高于处在金融发展高级阶段的省市，此时通过城镇化发展来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效果可能更为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数理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4—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Gonázlez 等( 2005) 提出的面板平滑转换模型为工具，对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研究得到如下基本结论：第一，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表现为拉平的“S”型曲线特征，其发生体制转换的门槛水平为3.8967，在门槛值两侧，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均为负值，因此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有助于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第二，无论是金融发展的低级还是高级阶段，城镇化都抑制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抑制作用的强度在门槛值前后显著不同，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第三，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各个地区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呈现显著的地域差异。

本文关于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结论，为缩小城乡差距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首先，以城镇化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战略要因时而异。在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虽然城镇化都表现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积极作用”，但是作用强度的大小不同，在金融发展的低级阶段，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抑制作用的强度相对较大，因此在此阶段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可以收到更为显著的效果，而在金融发展的高级段，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抑制作用的强度相对较弱，此时在实施以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战略决策时，可辅之以其它的财政、税收、就业等宏观政策，多管齐下，方能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最佳效果。

其次，要重视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在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城镇化和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的方向和强度大小不同。特别在金融发展的低级阶段，还存在工业化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消极作用”，因此在此阶段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努力避免工业化带来的不利影响，防止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再次，以城镇化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战略要因地而异。由于地理条件及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同，各个省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各不相同，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导致所处的金融发展阶段也各不相同。目前我国除了北京和上海进入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外，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金融发展的低级阶段，但是在金融发展的低级阶段，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抑制作用的强度较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更强，因此同处在金融发展高级阶段的北京、上海相比，处在金融发展低级阶段的其它省市更应该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特别是新型城镇化建设，这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社会福利公平必然起到积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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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于中经网。表面上看，1978-2014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由2.74倍变化到2.92倍，似乎不大。但实际上，2002-2013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在“3”倍以上，2007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3.33:1，城乡收入差距还是相当大。2014年开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降至“3”倍以下，收入差距略有好转，但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 这里参考周立、王子明（2002）；包群、阳佳余（2008）；刘玉光、杨新铭、王博（2013）等学者的观点，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示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原因在于中国缺乏各地区金融资产和M2的统计数据，无法直接使用戈氏和麦氏指标，因此只能利用存贷款的数据作为金融资产的一个窄的衡量指标，进而通过戈氏指标（金融相关率）去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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